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宫廷与江南：清代苏州玄妙观及城东社会的崛起 

朱春阳 

（苏州博物馆）。 

清代道教逐步衰弱，然而苏州玄妙观却迎来了发展的关键期，在观舍规模、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了质的提升。此种变化固

然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，然而朝廷的推动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以苏州玄妙观为中心江南社会的崛起，向来受到学

者的高度关注，研究成果十分丰富。相比之下对于玄妙观本身研究稍显不足，实际上唐宋以来苏州玄妙观一直在吴地社会扮演

着重要的角色。本文以此为切人，剖析清代朝廷与地方社会内在的互动机制，探究玄妙观城市中心形成的内在衍变。 

一、“权力彰显”：宫廷与江南关系的历史渊源 

宋代以来，苏州玄妙观一直与宫廷有着重要的历史渊源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 

（一）“君权神授”：宋代以来君权思想在玄妙观的渗透 

“万寿庆典”，是“习仪祝厘”，的重要形式之一。所谓“习仪”即演习礼仪，早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。如《左传·昭公五

年》记载：“为国君，难将及身，不恤其所，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，而屑屑焉习仪以亟。言善于礼，不亦远乎？”“祝厘”即祈

求福佑，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记载：“今吾闻祠官祝厘，皆归福联躬，不为百姓，联甚愧之。”由“习仪祝厘”衍变而来的清

代“万寿庆典”在玄妙观等寺观开展有着历史的渊源，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王权的宗教色彩。祖先崇拜是道教活动的重要

形式之一，古代社会统治者专门建有祭祀祖先的庙宇，规定一整套严格的祭祀制度。这样做的目的，是为了宣扬统治者的尊贵，

“因为推本朔源，他们的祖先都是远古时代的显赫帝王，以此来证明天命之所归和现阶级统治的合法性。”（周振鹤.中国历史文

化区域研究[M]．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1997，第二册：429.）唐朝李氏皇室为抬高社会地位标榜其为老子后裔，故而尊称老

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。据乾隆二十一年刻《长洲县志》记载，唐开元二年（716),“帝感祖锡瑞之，更名为开元宫，赐内努重

修”。“开元宫”即玄妙观的前身，帝王“祖先崇拜”思想的凝聚推动玄妙观不断发展。正如《元妙观志》序言所称：“唐有天下

自以为李氏精苗，遂尊老子为元元皇帝，若礼经所谓所自出之祖，由是宫观遍天下。”（顾沉．元妙观志[M]．清道光十二年弥罗

宝阁刻本．）古代社会祖先崇拜意在证明王权的合法性，“统治权力只有具有了社会的‘合法性’，即这种统治权力符合社会中大

多数人关于公正、公平和道德的观念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”。（李路路．再生产与统治-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[J]．社会学

研究，2006<2>.）对于道观而言，一旦有了“权力”作为依附，便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据《元妙观志》记载：“追宋真宗托

天书之瑞，特建玉清、昭应宫，以崇奉香火，而其教益大行。”正因为王权与神权有机融合，玄妙观地位迅速提升。以圣祖殿

修建为例： 

闰十月己已，上“圣祖”尊号曰“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”,“圣母”懿号曰“元天大圣后”，遂加太庙六室

尊号。群臣上帝尊号曰“崇文广武感天尊道应真佑德上圣钦明仁孝皇帝”。戊寅，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，以奉圣祖、圣母，且

诏天下天庆观并增建圣祖殿。 

（陈邦瞻．宋史纪事本末＜卷 22＞天书封祀．[M]．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:171.) 

又以玄妙观通神庵为例，该庵曾为何蓑衣真人所居，“淳熙三年左街道篆李若济奉命建，亦御书其额，有高、孝二庙问安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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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金字牙牌”。(《元妙观志》）朝廷利用祖先崇拜神化王权在《元妙观志》白玉蟾《诏建三清殿记》中同样清晰可见： 

君人者欲表仪天下，所以示国家尊祖之意，凡今诸郡之天庆观，所以祠圣祖也。人本乎祖，矧我国家，仙源衍庆，圣系流

禧，使不尊崇上灵之祀，其何以炳圣祖在天之灵也。孝宗皇帝有旨，平江府天庆观建三清殿，殿成，亲洒宸翰“金阙寥阳宝殿”

六大字，扁之殿眉，示吾尊祖也。 

王权思想在玄妙观占据重要地位，支配着人的思想意识形态，受此影响祖先祭祀活动在玄妙观的开展有着重要意义。缘于

人们认知水平有限，当时神灵信仰弥漫整个社会。 

随着科举事业的兴盛，王权彰显的宗教神秘性日益淡化，祈祝仪式逐渐与儒学活动相融合，加速传统礼制的构建。明洪武

年间，朝廷于玄妙观设立地方宗教管理机构即道纪司，并将三清大殿确立为“习仪祝厘之所”。殿前列有“钟鼓楼”，吴地举子

定期习仪于此，如《坚瓤集》曾载明代“吾郡蒋熹，年十一为府学生，遇圣节赴玄妙观习仪”。玄妙观亦是地方官员习仪的场所，

如《元妙观志》记载：“崇祯十五年七月四日夜，烈风大作，雷震三清殿，龙驭灾，旧设龙驭于殿中，府县官每遇长至元旦万寿

千秋节，先一日习仪于此，是日行礼，忽雷霆击碎石柱，龙驭遂毁。”祀典功能还在修观过程中有所体现，《重修东岳行宫记一

首》即说该殿“冶钟一悬，为晨旦祝厘之节”。然而，明代万寿祈祝活动多为官方主持．社会参与程度偏低。该时期，地方家族

以城西较为密集。人清后，随着家族的迁徙此种局面逐步发生改变。 

（二）“衣被天下”：明中叶以来江南织造与玄妙观关系的构建 

明洪武元年即 1368年，在玄妙观附近建立苏州织造局，由地方官督管。根据孙佩《苏州织造局志》记载，永乐以后该局由

皇帝亲派内官、内使、太监直接接管，以满足朝廷消费的需求。这些太监便住在玄妙观附近，“太监弄”也因此而得名。织造局

之所以设立于此概与此处民间织造兴盛有关。元成宗元贞元年在玄妙观内建立吴郡机业公所。明英宗正统年间（1435-1449年）

拆玄妙观内三茅殿基，建机房殿，主祀轩辕黄帝神像。为苏州丝织机业的正式行会组织，机匠向机户揽织，后发展至乡匠揽机

织造，概向机房殿书立承揽，交户收执。并征收织机月捐，名日：“机捐”。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新的雇佣关系集中反映在玄

妙观织造行业。实际上，几乎与明中期间门地区商业繁华的同时，城东亦因织造业兴起而获得了发展，据明蒋以化《西台漫记》

载： 

每晨起，小户百数十人傲傲相聚玄庙口（即玄妙观―引者）听大户呼织，日取分金为饔飨计。 

与手工业发展同步，明中期城东游观就已初步兴起。隆庆《长洲县志》记载，相对于城西“靓妆炫服，堕马、盘鸦，操筹

倚市，葑、娄、齐盖罕矣。惟以织造为业者，俗曰机房妇女，好为艳妆，虽褥欠雅矣”。社会发展推动下，玄妙观的重要性愈加

突显，这也成为清代新生大家族迁徙的重要背景。 

二“权力攀附”：家族迁徙的社会现象分析 

（一）入清后，以玄妙观为中心吴地大族出现了大规模迁徙至苏州城东地区 

仅根据同治《苏州府志》的统计，迁人玄妙观所在的长洲县就有石氏、沈氏（3家）、李氏、杨氏、陶氏、陈氏（2家）、周

氏、蒋氏、汪氏等 12个家族。如石温玉为代表的石氏家族即是众多迁徙城东家族中的一支，其先曾祖君甫公于顺治二年迁于吴

门，系迁苏之始祖，迁人地即为紧邻玄妙观的凤凰街，后亦成为吴地望族，并与彭、潘等家族建立世交。 

事实上，许多家族迁徙并非被地方志书记载：此外，我们对吴地族谱、家族文书整理后可进一步窥视当时的盛况 



 

3 

第一，彭氏世族：明初彭氏家族由江西迁人阎门，在其壮大过程中迁徙现象随之出现。彭绍升在《彭氏家传》记载明末清

初之际该家族“或居盘门，或居菏门，或居城中草桥张家巷沿仓巷，或居薪门外郭巷，或居车坊”。引文中的“草桥”位于玄妙

观附近，其他地点亦多处于玄妙观所在城东地区。家族迁徙后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，从康熙至光绪两百多年间，苏州彭氏世族

收到了朝廷御赐的制词 116道。此外还有匾额、横幅共 27块／幅、上谕 2道、祭文碑文各一。朝廷会如此高密度地向一个地方

世族颁发诏书的总数之多，显然令人咋舌。彭氏世族的发展只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，以文立家成为众多地方世族持家的理念。 

第二，潘氏家族。潘氏家族与彭氏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轨迹。康熙初年，潘景文（1639-1706）自苏州南壕迁徙至玄妙观附

近的黄鹏坊桥巷。顾颉刚曾在《苏州史志笔记》中说：“苏州人家由徽州迁来的甚多，其初率以经商，后乃渐以科第称巨族，如

潘介泉家，吴湖帆家，汪仲周家．及吾嗣祖母张家是也。”顾领刚本人及他列举的家族以玄妙观较为集中。与彭氏家族一样，潘

氏家族迁徙城东后迅速成为吴地望族，发展势头甚至超过彭氏家族。 

第三，其他家族。清代，家族迁徙的情况不胜枚举，如蒋氏家族，陆元城在《蒋生春生传》中说：“其曾祖怀堂公，居邓巷，

读书，补元邑博士弟子员。既迁郡城临顿里萧家巷，世敦诗书，逮春生，志益笃，昼夜寒暑，不辍文章诗赋，问业于余。”引文

中的“临顿里’，位于玄妙观东侧。丁氏家族亦迁徙至“临顿里”，据其族谱载：“丁氏先籍济阳世居双凤里，业耕读，自始祖赠

训导克逊公讳谦迁苏郡之临顿里，隶长洲县。”曾受康熙、乾隆御笔赐额的吴氏世族据其族谱“启明，徙居苏州玄妙观前。”又

如乾隆年间徐堂在《吴郡徐氏宗谱》中说：“盛朝初年，微远公始迁吴，居于城之祥符古里。迄今百有余载，子姓繁衍，科名儒

业。”“祥符古里”即位于玄妙观。 

（二）以玄妙观为中心城乡范围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家族流动 

玄妙观地处长洲县，与吴县毗邻。清代，除了部分家族直接迁徙至长洲县外，其他家族在迁徙过程中与玄妙观地理空间接

近的趋势较为明显，不少以吴县为家族迁人地。随着空间距离与玄妙观的接近，家族由商人儒且迅速崛起的特征较为明显。如

贝寿同其祖于明朝中叶由浙江金华兰溪县贝兰堂，始迁居苏州间门外南濠街经营草药生意，同时兼做中医，由于诚信经营、乐

善好施，生意日渐兴盛，至乾隆间贝慕庭已成吴中巨富，并与“戈、毛、毕”，三家共被称为苏州“四富”。乾隆末年，贝家已

从间门外迁居城内靠近玄妙观的桃花坞，并由商贾世家逐渐变为书香门第，此后文人辈出。又以费氏家族为例．“丁卯廷琛生．己

巳廷璜生，壬申廷瑚生。府君见诸子均长大，为之色喜。一日语先姚曰安处节俭宜乡居，延师课读宜城居”,（费廷深．费氏先

德录[M]．民国十一年铅印本：8.）光绪十三年(1887）移居苏城。通过分析，不难看出清代迁徙的家族大多以文传家。且在迁

徙后发展更为飞快，并与朝廷构建了紧密的联系。诸多家族的迁徙折射出玄妙观在吴地社会的影响。该处向来故族较多，新兴

家族的迁人使得这里家族聚集现象更加显著。 

三、“权力效应”：家族在玄妙观相关活动的开展 

随着家族空间布局的变化，清代，玄妙观所在的城东地区成为朝廷与家族互动的重要场所，尤以康熙、乾隆两帝南巡时的

万寿庆典最具典型，并拉开了家族在城东地区活动的序幕。 

第一，彭氏家族与“万寿庆典”活动的开展。彭启丰在《重修元妙观碑》说：“乾隆十六年圣驾南巡，在籍诸臣于观中设经

坛祝慈宁万寿，驾亲临视。越六年再建万福经坛，恩赉蒂金三百„„越五年，又南巡，越三年，又南巡，礼亦如之。”“万寿庆

典”对于家族的意义非同一般，甚至光绪年间彭氏后人彭慰高在《元妙观重修寿星殿记》继续提及： 

乾隆四十九年岁次甲辰，高宗纯皇帝六举南巡，维时先高祖以尚书致仕家居，谋于同郡诸榗绅，在元妙观三清殿之西偏建

殿三楹，供奉南极，以祝圣寿。 

修观一定程度上是家族对王权的进一步彰显，与“万寿庆典”，形成呼应。家族之所以热衷于庆典及修观活动的开展，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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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有着自身利益的驱使。从对彭氏家族频繁受到的赐封看，庆典活动有利于构建家族与朝廷的联系第二，潘氏家族与“庆典活

动”的开展。乾隆中期以后潘氏家族参与程度日渐提高，“封官加爵”是其热衷于庆典活动的又一动机。据《大阜潘氏支谱附编》

记载，乾隆三十六年适逢皇太后八旬万寿，潘奕隽因“覃恩加一级。五十三年恭遇覃恩加一级，京察一等加一级。嘉庆元年恭

遇覃恩以子世磺官封翰林院编修”。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，潘氏家族在玄妙观开始活跃。道光十五年(1835）皇太后六旬万万寿，

潘曾彦与郡绅士共设经坛于元妙观，“是岁叔祖由体仁阁大学士改充东阁”。可以看出，潘氏家族较多强调“万寿庆典”的参与

对于家族命运转折的重要性。 

第三，范氏家族与庆典活动的开展。家族参与背景下庆典活动不断走强，缘于义田义庄为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来源。位

于玄妙观附近的范氏义庄兴建于宋代，为范仲淹后人所建。嘉庆十四年皇上五旬万寿，庆典活动由范氏义庄出资，家族势力介

人使得庆典活动盛况空前。 

顺治三年苏州织造局迁徙至蔚门，这里亦成为彭启丰、石锡玉等大家族聚集之地。原织造局改建为织染局，俗称“北局”。

人清后，织造局新址成为康、乾两帝南巡的行宫，更是地方家族送往迎来之地，这些活动的开展与玄妙观庆典活动形成空间的

呼应。在民间万寿庆典热情高涨的背景下，乾隆末年在玄妙观南修建万寿宫殿，这些都使得城东地区的重要性愈加突显。当然，

这只是清代玄妙观变化的一个缩影，社会慈善等诸多家族活动广泛开展，由此拉近了宫廷与江南的关系。在国家与家族共同作

用下，玄妙观所在的城东地区逐渐迎来了空前的繁荣。 


